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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价格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刘若鸿 许晏君*

内容提要 化解产能过剩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文基于地价管制政策带来的冲击，考察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

响。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在最低价标准附近存在“群聚”现象，地价管制政策

提高用地成本进而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机制检验发现，地价管制政策主

要通过抑制投资过度扩张和促进创新活动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对杠杆率和

融资约束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群聚”现象在经济增长目标加

码程度较高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为中央政府制定地价管

制政策、规范地方政府供地行为提供了参考，并对化解产能过剩和推进土地要素

市场化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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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

题。区别于偶然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频率较高、相对长期的非

周期性产能过剩（王文甫等，2014）。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大致

分为市场失灵和体制扭曲两种观点。在理论上，支持市场失灵假说的学者认为产能

过剩是因为市场信息不完备引发投资潮涌造成的（林毅夫等，2010；Dong and Sun，

* 刘若鸿：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许晏君（通讯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西路74号 电子信箱：liurh@fjnu.edu.cn（刘若鸿），xyjxjtu@163.com（许晏君）。

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JY035）和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选

择研究”（批准号ZB22BZ0208）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世界经济 * 2023年第11期 ·104·

工业用地价格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2022）；支持体制扭曲假说的学者则认为是政府不当干预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加剧了

产能过剩（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Liu et al.，2019）。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

产能过剩的弊端逐渐凸显。

市场失灵理论在解释产能过剩时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体制扭曲被普遍认为是引

发光伏、钢铁和水泥等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矫正政府不当干预带来的体制

扭曲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部门亟需关注的问题。为了化解产能过

剩，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 2013年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

导意见》，2020年发布《关于做好 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等。虽

然这些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但产能过剩的现象仍然普

遍存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第 4季度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5.7%，其中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最低，仅为 67.2%，这意味着长期困扰中国的产能过剩顽疾仍未得

到根本上的化解。2020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强调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为规

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提出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探索如何缓解体制缺陷对经济主

体行为的扭曲、剖析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成为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具备政府干预特征的土地出让市场。在以土地谋发展的模式

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招商引资、补充财政收入和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两手供地策略：

一方面对工业用地出让采取价格补贴，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应工业用地；另一方面

利用招商引资带来的人口流入和商业活动增加，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反哺财政收入，造

成了工业用地价格负向扭曲，商住用地价格高于基本使用价值的现象（Liu and Geng，
2019；刘守英等，2022）。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导致土地要素偏离市场化定价，低地价和零

地价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能过剩和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万江，2016；Lin et al.，
2020）。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刺激企业生产规模无序扩张，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不

断加剧。为规范工业用地价格，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展开了多轮围绕工业用地价格

管制的互动，出台了一系列地价管制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07年实施的《全

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6〕307号文，以下简称《标准》）。但是，根

据中国地价监测网的数据，2019年第 1季度中国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分别

为7665元／平方米、7173元／平方米和841元／平方米，工业用地价格远远低于商住

用地，甚至不足住宅用地价格的 12%，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现象仍然较

为严重。而已有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过低是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重

要因素（黄健柏等，2015；Xu et al.，2017）。本文通过评估地价管制的政策效应，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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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如下问题：地价管制政策能否有效规范工业用地价格、提高产能利用率？影响地

价管制政策实施效果的地方政府特征因素是什么？地价管制政策影响产能利用率的

机制渠道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对于规范地方政府供地行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

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地价管制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从企业层面探讨地方政府供地行为扭曲

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考虑到地方政府在邻近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区间可能存在地价操

纵行为，本文利用群聚分析法（bunching）检验工业用地价格是否存在“群聚”效应，并

利用Wald估计量识别了地价管制政策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LATE）。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在最低价标准附近存在显著的“群聚”现象，

其中相对聚束程度 b̂（excess mass）为 0.449，最优摩擦 a（optimization friction）为 29.3%。

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群聚”

效应越明显。意向处理效应（intention to treat，ITT）的识别结果表明，地价管制政策

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用地成本。相较于地价管制政策未实施的反事实情形，企业用地

成本平均提高 25.3%，相应的产能利用率提高 15.2%。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识别结果

显示，企业用地成本提高1%，则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0.6%，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平均降

低1.8%，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1.2%。

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发现工业用

地价格影响企业迁移、出口、创新和生产率（黄玖立和冯志艳，2017；Tang et al.，2020；
王博等，2021；范子英等，2022），但鲜有研究直接探讨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

率的影响。同时，已有文献对于地价管制政策效果的关注稍显不足。本文深入到企

业层面评估地价管制政策效果，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匹配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提

供了工业用地价格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经验证据。第二，本文基于生产要素价格

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行为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丰富了产能过剩成因的相关文献，

同时剖析了工业用地价格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机制路径，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

供地行为和化解产能过剩提供政策思路。第三，在估计策略上，本文基于地价管制政

策带来的冲击，利用群聚分析法识别了地价管制政策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有效地解

决了内生性问题，克服了样本非随机分布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为准确评估地价管制

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为制度背景和理论分

析，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变量说明，第五部分讨论最低价标准约束下工业用

地价格的“群聚”效应，最后为结论和启示。



世界经济 * 2023年第11期 ·106·

工业用地价格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二 文献综述

产能过剩是指市场需求低于企业实际生产能力，表现为企业的实际产出低于最

优规模，学术界一般用企业的实际产出与潜在最优生产规模的比值即产能利用率来

衡量（王文甫等，2014）。已有研究利用不同的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从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面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中国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普遍存在产能过

剩现象，尤其是在工业行业和中西部地区（董敏杰等，2015；赵昌文等，2015；余淼杰

等，2018）。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探讨，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市场失灵论和体

制扭曲论。一方面，支持市场失灵论的研究认为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企业

的投资决策存在“羊群效应”，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在特定行业过度集中，这种投资的潮

涌现象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林毅夫等，2010；Ding et al.，2018；Dong and Sun，2022）。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政府干预下的体制扭曲造成的，

市场失灵理论无法解释重复建设的产业仍有新增投资不断流入的现象（徐朝阳和周

念利，2015）。支持体制扭曲论的研究分别从政府干预和晋升激励等方面探讨了中国

产能过剩背后的深层次体制原因（王文甫等，2014；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Liu et al.，
2019；Chen et al.，2021）。此外，Wang et al.（2018）基于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和体制扭

曲三个维度，综合检验了中国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原因，研究发现体制扭曲是影响产

能过剩的最根本因素。

在工业用地价格的研究方面，已有文献的普遍共识是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地区竞

争是导致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维持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主要原因（Huang and
Du，2017；Xu et al.，2017；Liu and Geng，2019）。田文佳等（2019）利用地理边界断点

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原因是晋升激励。在企业投资

方面，Xu et al.（2017）、黄健柏等（2015）的研究均认为区域竞争下的工业用地价格过

低促进了企业过度投资。遗憾的是，很少有研究进一步基于产能过剩的视角，直接

探讨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关于企业创新或全要素生产率方面

的研究，范子英等（2022）利用改进的群聚分析法，发现超额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存

在挤出效应。但是，王博等（2021）的研究认为，政府干预带来的工业用地价格负向

扭曲对企业创新存在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张莉等（2019）的研究

也表明，政府对工业用地价格的负向扭曲抑制了本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

外，也有文献发现工业用地价格影响了企业选址和迁移等行为（Zheng and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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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Tang et al.，2020）。

现有文献对地价管制政策效果的关注相对匮乏，已有研究大多利用最低价标准

相对于宏观层面土地出让平均价格的偏离程度来衡量工业用地价格负向扭曲（黄健

柏等，2015；Xu et al.，2017；张莉等，2019）。在直接研究地价管制政策效果的文献中，

Lin et al.（2020）利用双重差分和断点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最低价标准提高了土地利用

效率。程宇丹等（2019）研究发现最低价标准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补贴，冲击

了地区的工业产值，促进了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与本文的研究方法类似，范子英等

（2022）考虑到政府在工业用地最低价门槛附近存在地价操纵行为，利用群聚分析法

解决传统做法的估计偏误，研究表明地价管制政策提升了企业用地成本，不利于企业

研发投入。

综上，关于产能过剩和工业用地价格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仍有进一步研

究的空间。第一，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探讨，支持体制扭曲论的学者大多在晋升激励

和中国式分权框架下探讨体制安排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对其中的机制缺乏深入的研

究，且鲜有文献基于企业需求端的土地要素价格视角展开讨论。探讨土地价格扭曲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有助于更为直观地理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的原因。第

二，虽然已有文献探讨了工业用地价格的微观经济效应，但鲜有文献基于产能过剩的

视角，分析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也没有文献剖析其中的影响

机制。第三，大多已有研究无法缓解工业用地价格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使部分

研究利用《标准》作为准自然实验来缓解内生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价格

存在操纵行为，使得工业用地价格并非随机分布，导致已有文献识别出来的政策因果

效应可能存在偏误。

三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在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增加税收，会与相邻的地方政府进

行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余靖雯等，2015）。由于工业企业落地能够为当地带来可观

的投资、就业和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低地价、零地价甚至负地价的策略出

让工业用地（杨其静等，2014；Chen et al.，2018）。因此，地方政府纷纷走上以土地谋

发展的道路：一方面通过低价出让工业土地推进辖区工业化，另一方面通过高价出让

商住用地获取土地财政的溢价收益，这导致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价格“剪刀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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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扩张（刘守英等，2022）。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工业用地降低了企业节约用地的激

励，不少企业大量圈占土地搞花园式工厂，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万江，2016）。虽然

低地价竞争策略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企业投资动机，但也引发了固定投资增长过快、经

济过热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为了规范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出台了一系列地

价管制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6年出台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和 2007年实施

的《标准》。为了加强对工业用地的调控和管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

部发布了《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6〕307号文），规定从 2007
年起，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且出让底价和成交价格均不得低

于所在区县划定的最低价。在政策实践中，中央政府按照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况等因素，划分了差异化的十五个土地等别，最低价标准从第十五等别的 60元/平方

米到第一等别的 840元/平方米不等。其中，第一等别主要为上海的大部分市辖区，

而第十五等别主要为中西部的县城。这项政策在 2009年进行过一次调整，国土资源

部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308号文），对部分区

县的土地等别进行了调整，并于 2009年 1月 1日起正式生效。《标准》规定了各区县工

业用地出让的最低价，实际上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用地补贴力度，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地方政府间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逐底竞争。同时，《标准》保证了地方政府出让工

业用地的价格底线，相当于增加了工业企业的用地成本，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二）理论分析

土地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用地成本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

为。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发挥着重要影响，虽然有研究认为低价工业用

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等路径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实际

上工业用地价格过低也可能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带来不利影响（黄玖立和冯志艳，

2017；席强敏和梅林，2019）。总的来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可能扭曲企业投融资行

为，导致企业盲目追求生产规模而非生产效益，造成过度投资和资源浪费现象，从而

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

利润最大化，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然而，地方政府的低价工业用地政策往往会扰

乱市场竞争秩序，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本质上，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

地相当于变相给予企业一笔巨额地价补贴，意味着企业可以从要素扭曲税中获得超

额收益。获得地价补贴的企业具备额外的市场竞争力，能够以低于市场平均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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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开展生产经营，强化了用地企业扩张规模抢占市场份额的动机。因此，工业用地

价格过低容易引发一系列企业非理性投融资行为，可能导致企业脱离市场实际需求

过度关注规模扩张，推动企业更加偏好短期投融资扩张，忽视长期效益和成本的动态

均衡，从而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

具体地，工业用地价格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机制路径主要包括过度投资、企业

创新、企业杠杆和融资约束等。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加剧了企业投资决策行为扭曲，并

进一步导致投资出现偏误，使得企业投资规模偏离最优水平，资本无效供给增加进而

导致产能过剩。在企业创新上，一方面，低价工业用地带来的成本节约效应使得企业

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创新活动，能够增强企业承担研发风险的能力，缓解企业在

雇佣高水平研发人员和购买先进研发设备时的资金约束，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获

得竞争优势，技术进步进一步拓宽生产前沿面，对化解过剩产能起到积极作用，从而

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范子英等，2022）。另一方面，土地要素扭曲税的超额收益很大

程度上会缓解企业生产成本压力，这虽然使得享受土地优惠的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

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但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研发激励。低价工业用地带来的成本优

势使得企业能够顺利完成营业利润目标，因此企业不需要额外承担技术创新风险，诱

发企业采取以降低创新为代表的非合理性行为，使得企业改善生产技术水平的动力

不足（Baumol，1993；王博等，2021），导致企业无法利用技术创新扩张市场潜力、抢占

市场份额，不利于化解产能过剩。土地不仅具备生产要素的属性，也具备优质的担保

品和抵押品属性。在企业杠杆和融资约束上，一方面，低价工业用地能够节约生产成

本，能够改善企业内部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融资需求。

内部资源的释放能够缓解企业补充必要现金流的被动举债行为，优质的土地资源往

往被视为企业增信的有效手段，因此低价工业用地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

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用地成

本较低会强化企业投资意愿、激发融资需求，推动企业采取更为激进的生产策略，可

能推高企业的经营杠杆，造成杠杆率攀升。为了匹配扩张的投资需求，企业利用土地

作为担保品发行债券或者举借中长期贷款，反而会加剧资本无效供给，抑制企业产能

利用率。

中央政府推行的地价管制政策能够有效抑制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冲

动，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之间的零和博弈，提高工业用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最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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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约束下，地方政府遵循中央政策监管的要求①，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限定在最

低价标准以上，相当于明确企业获得工业用地的成本下限，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地方

政府对企业的地价补贴。地价管制政策的实施抬升过低的企业用地成本，对于产能

利用率可能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工业用地价格上涨使得企业承担超额用地成

本，购地成本提高挤占经营现金流，缩紧资金约束并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可能

导致企业需要举债补充项目资金，同时对研发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

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提高有利于限制企业过度扩张的冲动，缓解用

地企业的非理性投融资行为，降低企业的项目融资贷款规模，同时地价补贴的减少使

得用地企业采取更理性的经营策略，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影响产能利用

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说。

假说1：地价管制政策提高企业用地成本，抬高企业杠杆率，挤出企业研发创新活

动，进而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

假说2：地价管制政策提高企业用地成本，抑制企业过度投融资冲动，促进企业创

新和降低企业杠杆率，进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四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在《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政策影响下，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价

格并非随机分布。工业用地价格偏离最低价的分布在零值附近存在明显的“群聚”现

象，表明地方政府存在使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恰好等于最低价的价格操纵行为。这种

操纵行为揭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上的策略性互动，并导致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在最低价附近并非随机分布。因此，使用DID等传统的估计策略

可能存在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运用 Saez et al.（2010）、Chetty et al.（2011）和

Kleven and Waseem（2013）开发的群聚分析法，识别在工业用地价格操纵行为背景下

地价管制政策的影响。

群聚分析法的核心在于估计没有受到政策冲击的工业用地价格的反事实分布，

① 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在政策上为地方政府留出了放松执行力度的操作余地，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

压力，仍然有部分工业用地在最低价标准以下出让（万江，2016；范子英等，2022），这说明部分地方政府未严格

执行中央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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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未实施地价管制政策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出让工业用地价格的分布情况。真实分

布与反事实分布之间的差异就是地方政府对地价管制政策做出响应，也就是操纵出

让价格带来的效应。根据政策设计的不同，群聚分析法可以分成制度弯折点（kink）
和制度断层点（notch）两种类型。群聚分析法在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有广

泛应用，尤其是在分析所得税税率级距变化的情形中。在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群聚分

析法经常用于分析平均税率在级距两侧的跳跃，本文的研究情形不存在一个具象的

平均税率变化①，而是抽象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反地价管制政策的惩罚。换句话

说，最低价标准两侧的“平均税率”变化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府的地价管制

面临惩罚成本的跳跃，即地方政府如果在最低价标准以上出让工业用地，则不会面临

中央政府的行政或者经济惩罚，此时“平均税率”为零，但如果地方政府在最低价标准

以下出让工业用地，则可能面临来自中央政府的惩罚，此时“平均税率”不为零②。从

本文研究的问题来看，由于在最低价标准两侧，中央政府惩罚力度存在从左侧φ到右

侧 0的跳跃，因此本文使用了群聚分析法中的制度断层点（notch）方法，群聚方向为从

制度断层点（在本文中即为最低价标准）的左侧到右侧。

借鉴Kleven and Waseem（2013）、Diamond and Persson（2016）和 Chen et al.（2021）
的研究思路，本文利用群聚分析法对地价管制政策的 notch冲击进行因果效应识别。

该方法的思路在于，利用制度断层点附近的用地企业，识别在没有政策冲击情形下结

果变量（例如产能利用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的反事实分布与真实分布的差异。

具体地，我们利用地价管制政策冲击下地方政府对土地价格的操纵行为，构造反事实

分析框架识别地价管制政策的因果效应。因果识别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根

据用地企业在价格区间的真实频率分布，利用多项式拟合受到政策影响的用地企业

在制度断层点附近的反事实分布状态；其次，根据用地企业结果变量的真实分布，估

计操纵区间用地企业结果变量的反事实分布，并计算地方政府地价操纵行为对企业

结果变量带来的意向处理效应；最后，利用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用地成本的第一阶段

（first stage）估计结果和对其他结果变量带来的 ITT影响（reduced-form），计算地价管

制政策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参照Kleven and Waseem（2013）的做法，本文构建如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对用

① 如 2019年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月应纳税所得额在 5000元以下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0%；而

超过 5000元的部分，则会按照所在的级距分别征收 3%到 45%的个人所得税。即在级距两侧均存在税率

变化。

② 按照中央政府的监管力度，可以将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左侧的“平均税率”抽象为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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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的反事实分布进行估计：

Cj =∑
k=0

p

βk ⋅ (dj )k +∑
h=d-

d+

γh ⋅ 1 [ dj = h ] + υj （1）
其中，Cj为用地企业在价格区间 j的真实分布密度，即用地企业频率；dj为价格区

间，表示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最低价标准的距离，即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减去所在区县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本文以20元作为组距；p为多项式拟合的最优阶数；d+和d-

为地价操纵区间（bunching window）的上下界，即群聚区域为 d∈［d‒，d+］，地方政府会

受到《标准》冲击的影响而操纵处于这个价格区间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1 [·]为指示

函数，若价格区间 dj处于群聚区域则取 1，否则取 0；υj为随机扰动项。式（1）右侧的第

一项为不受地价操纵行为影响的拟合，第二项为群聚区域的固定效应。排除掉群聚

区域的固定效应，根据式（1）可以得到用地企业的反事实分布：Ĉj =∑
k=0

p

βk ⋅ (dj )k。
在估计式（1）的过程中，需要提前确定两个参数：一是地价操纵区间的上限和下

限即 d+和 d-，二是多项式拟合的最优阶数 p。已有文献大多根据真实分布，用主观观

测的方法确定群聚分析的操纵区间和拟合阶数。本文借鉴 Diamond and Persson
（2016）提出的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利用数据驱动法代替主观选择法确定最优

操纵区间和最优阶数。具体地，本文运用K-fold交叉验证法将群聚分析的样本平均

分为 5份，依次取 1份作为测试集，其余 4份作为训练集，根据多项式拟合的最小化均

方误差（MSE）和B=M的原则确定最优操纵区间和最优阶数。其中，B代表由于操纵

行为导致制度断层点右侧多出的用地企业数量（bunching mass），即 B̂ =∑
j=d*

d+ ( )Cj - Ĉj ；

M则代表由于“群聚”行为导致制度断层点左侧缺失的用地企业数量（missing mass），

即 M̂ =∑
j=d-

d*-1( )Cj - Ĉj 。借鉴Chetty et al.（2013）和Mortenson and Whitten（2020）的研究思

路，本文汇报了用反事实分布作标准化、剔除价格区间量纲因素的相对聚束程度 b̂

（excess mass），如式（2）所示：

b̂ = ( )d+ - d* B̂
( )d+ - dL ∑

j=d*

d+

Ĉj

（2）

其中，d*为制度断层点，dL为最小价格区间。借鉴Kleven and Waseem（2013）和

Chen et al.（2021）的做法，本文还汇报了在群聚区域内制度断层点的左侧（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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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优摩擦导致地方政府未对地价管制政策做出响应的比例 a。假设在无最优摩

擦情形下，群聚区域内制度断层点的左侧工业用地定价应当迁移到制度断层点或者

右侧。因此，最优摩擦可表示为群聚区域内制度断层点左侧的实际用地企业占反事

实分布用地企业的比重，如式（3）所示：

â =∑
j=d-

d*

Cj ∑
j=d-

d*

Ĉj （3）
进一步地，在估计出反事实状态下用地企业分布的基础上，为了识别 notch冲击

的因果效应，需要估计操纵区间内企业结果变量 Y的反事实状态。根据反事实状态

下的Y和真实情形的Y，可以计算得到地价管制政策的意向处理效应。基于第一阶段

估计（ITT1）与简约式估计（ITT2）的结果，本文构建Wald估计量以计算政策的局部平

均处理效应。考虑到遗漏企业行业特性和区位禀赋等因素可能导致估计偏误，本文

在基准估计中加入行业和区县的固定效应，估计方程如式（4）所示：

Yi =∑
k=0

p

βk ⋅ (di )k +∑
h=d-

d+

γh ⋅ 1 [ di = h ] + γl + γc + υj （4）
其中，i代表用地企业，l代表行业，c代表区县；Yi表示第 i个用地企业的结果变量；

γl代表行业固定效应；γc代表区县固定效应。具体地，我们首先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

按照式（4）进行回归，得到拟合值 Ŷi；其次在群聚区域 d∈［d‒，d+］内用回归的拟合值 Ŷi
替换结果变量Yi；再次取价格区间所有企业的组内均值得到Yj，最后根据式（5）估计反

事实状态下用地企业结果变量：

Yj =∑
k=0

p

βk ⋅ (dj )k +∑
h=d-

d+

γh ⋅ 1 [ dj = h ] + υj （5）
其中，Yj代表结果变量，即在第 j个价格区间内用地企业各指标的均值，包括企业

的用地成本（土地成交单价）、产能利用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全要素生产率、杠杆率

和融资约束，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式（1）相同。

通过式（1）和式（5）得到操纵区间用地企业和结果变量的反事实分布，本文进一

步依据Diamond and Persson（2016）开发的群聚分析因果识别方法，以操纵区间的用

地企业反事实分布作为权重，通过加权平均即可得到地价管制政策的意向处理效应。

意向处理效应的估计如式（6）所示：

ITTY = E[ ]Y|《标准》存在，d ∈ ( )d-，d+ - E[ ]Y|《标准》不存在，d ∈ ( )d-，d+

= 1
NExc. ∑

d∈( )d-，d+
Yj - ∫

d-

d+

f ̂0 ( )r E [ Ŷj|《标准》不存在，d ∈ ( )d-，d+ ] d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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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6）右侧的第一项表示在操纵区间用地企业结果变量的真实均值；第二

项表示在没有地价管制政策的反事实情形下，操纵区间用地企业结果变量的反事实

加权均值。NExc.表示操纵区间用地企业的数量；f ̂0( )r 为权重，表示每个价格区间用地

企业在反事实状态下的数量占NExc.的比重，即 Ĉj NExc.；Ŷj为式（5）估计的每个价格区

间用地企业的反事实结果变量。在群聚区域 ( )d-，d+ 中，包括多种地方政府对地价管

制政策作出响应的工业用地定价类型：一是地方政府对地价管制政策作出“群聚”反

应的工业用地定价（bunchers）；二是在制度断层点左侧，地方政府未对地价管制政策

作出反应的工业用地定价；三是在制度断层点右侧，即使未实施地价管制政策，也会

高于最低价标准的工业用地定价（always takers）。由于我们无法对这三种类型的用

地企业进行区分，因此式（6）识别的是意向处理效应。

如果结果变量 Y为土地成交单价，则 ITT1表示地价管制政策导致群聚区域内企

业用地成本的平均变化，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如果 Y

是企业产能利用率，则 ITT2表示地价管制政策导致群聚区域内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

均变化，为简约式的估计结果。根据Diamond and Persson（2016）提出的Wald估计量，

《标准》冲击下遵从者（compliers，在本文也为 bunchers）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可以写作

LATE=ITT2/ITT1，即地方政府在对中央政府地价管制政策做出策略性响应后，操纵工

业用地出让价格对用地企业产能利用率及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方面产生的相应影

响，从而可以识别地价管制政策的因果效应。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变量说明。关于产能利用率（cu），目前学术界的测算方法并不统一。在已有

的测算方法中，调查法、峰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函数法被较多学者所采

用①。考虑到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本文借鉴李雪松等（2017）、杨振兵和严兵（2020）
的研究思路，利用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和企业人数构建随机前沿生产面，采用超越

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此外，赵昌文等（2015）的研究结论表明企

业产能利用率主要与总资产周转率相关。因此，本文利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企业产

能利用率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关于价格区间（d），本文根据微观土地交易数据的成交总价和面积信息，计算出

每宗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土地成交单价），依据每宗成交土地所在的区县位置和成

① 关于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的选择见本刊网站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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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时间，匹配各地块对应的最低价标准，计算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相对于最低价标准的

差值，并按照组距进行标准化，最后根据差值确定每宗工业用地价格所处的价格区

间①。不同于基准地价的动态调整，各区县的最低价标准相对固定，由中央政府于

2007年实施并且仅在 2009年有过一次调整②。本文根据两次政策文件手动整理了各

区县最低价标准，并根据每宗土地成交年份匹配两次最低价标准：如果成交时间在

2009年以前，则采用 2007年的最低价标准；如果成交时间在 2009年及以后，则采用

2009年调整后的最低价标准。

为了探讨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机制渠道，本文定义了 4类机

制变量：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强度（linvest），用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对数衡量；二是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tfp_op），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变量，从业人数作为自由变

量，总资产作为状态变量，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代理变量，运用OP法计算得到；三是企

业杠杆（lev），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衡量；四是融资约束（fc），借

鉴吴敏等（2022）的研究，考虑数据库的指标情况，用利息支出对数的相反数衡量。其

逻辑在于，企业支付的利息费用越多，表明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信贷融资能力

越强，取利息支出的相反数使得 fc指标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正相关。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使用两套数据：一是2007‒2016年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我

们搜集和整理了样本期间内中国土地市场网③的全部工业用地出让信息，共计 358
240条以“招拍挂”和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交易结果，其中每条结果公告包括土地

交易的使用权人名称、交易时间、所处区县位置、成交总价和面积等详细信息。二是

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随机抽样的企

业进行填报，每年平均调查的企业约为 70万家，填报内容包括企业详细的税收数据

和财务数据，由于存在财税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数据的质量较高。本文利用 2007年
《标准》的冲击，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匹配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探讨《标准》在制度断

层点的群聚效应④。本文选取 2007年及以后的年份作为样本研究区间，主要的原因

① 例如，价格区间为 0表示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相对于最低价标准的差值位于‒10到 10元/平方米的区间

内；价格区间为1表示差值位于10到30元/平方米的区间内。

② 2007年实施的最低价标准参见国土资源部于 2006年发布的国土资发〔2006〕307号文，2009年调整的最

低价标准参见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国土资发〔2008〕308号文。

③ 网址为www.landchina.com。
④ 数据匹配的具体过程见本刊网站补充材料。匹配结果中，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参与土地购买的企业

的频数分布见在线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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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07年以前地

方政府对于土地

交易的披露是非

强制的，存在一些

土地交易的信息

缺失。

为了剔除极

端值的影响，本文

对相关变量进行

上下 1%的缩尾处

理，表 1汇报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工业用地成交单价（lprice）为工业用地

成交价格除以成交面积取对数。样本中工业用地成交单价的均值为 213.7元/平方

米，约为 2007年最低价标准的第九等别（204.0元/平方米）。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

均值为 0.877，表明样本中的用地企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本文定义了

产能过剩虚拟变量（overcap），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做离散化处理，将产能利用率小于 1
的用地企业定义为产能过剩的企业，此时 overcap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由于总资

产周转率与企业产能利用率高度相关（赵昌文等，2015），本文用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指

标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替代指标做稳健性检验，总资产周转率（assetturn）定义为主营业

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重。

五 经验分析

（一）特征事实

利用《标准》引发的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附近的价格操纵行为，本

文检验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在地价管制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图 1报告了 2007年
《标准》实施前后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核密度分布。在《标准》实施以前

（图 1中的虚线），低地价和零地价工业用地的份额比重较高，核密度分布呈现明显

的右偏分布。但在《标准》实施以后（图 1中的实线），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右

偏分布有所改善，这意味着《标准》实施后，低地价、零地价工业用地的份额显著下

降，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现象有所缓解。这一结论证实了中央政府价格管制政策

的有效性。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lprice

cu

overcap

assetturn

linvest

tfp_op

lev

fc

样本量

57 070
51 774
51 774
51 780
54 686
54 775
45 090
38 504

均值

5.025
0.877
0.698
0.978
10.032
3.962
0.079
-7.560

标准差

0.593
0.783
0.459
0.880
2.401
1.513
0.218
2.378

中位数

4.993
0.643
1.000
0.738
9.954
3.950
0.000
-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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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工

业用地成交单价偏离最低

价标准的指标，并绘制了其

在《标准》实施前后的分布

（图 2）。在《标准》实施以

前，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大多

低于最低价标准，指标分布

呈现近似正态分布的特征，

并且在工业用地成交单价

等于最低价标准处（图中 0
值处）未发现明显的“群聚”

现象。但在政策实施以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大多高于最低价标准，指标分布在 0值
处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并且在恰好低于最低价标准的几个箱体（bin）处存在显著

的塌陷。这意味着，由于中央政府价格管制的实施，大多数地方政府提高了工业用地

出让价格，但出于维持工业用地低价供应的动机，倾向于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恰好等

于或者略高于最低价标准。上述的结论与Lin et al.（2020）的研究一致。综上，本文提

供了工业用地价格的特征事实：为了缓解工业用地价格向下扭曲，中央政府出台了以

《标准》为代表的地价管制政策，虽然该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地方政府容易

采取策略性行为，倾向于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设置在恰好等于最低价标准处，导致政

策效果有限。

图2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偏离最低价标准的分布

说明：垂直的实线表示工业用地成交单价恰好等于最低价标准。

图1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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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价管制政策的“群聚”效应

根据上文的研究设计，K-fold交叉验证法最终确定的多项式最优阶数 p为 7阶，

价格区间为（‒30，40］，群聚区域［d‒，d+］为［‒23，8］，即为工业用地成交单价距离最

低价标准的［‒460，160］元/平方米的区间，群聚区域内共有 50 196条土地交易信息，

占样本总量的 87.96%。标准误的计算采用自举法（bootstrap）得到，迭代 5000次。根

据式（1）计算用地企业的反事实分布，图 3给出了在《标准》未实施状态下企业的反事

实分布。其中，横轴为工业用地成交单价相对于最低价标准的距离，纵轴为用地企业

的密度；实线代表用地企业的真实分布；虚线代表在《标准》未实施状态下企业的反事

实分布情况，即地方政府没有在最低价标准门槛附近操纵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反事

实状态；垂直虚线代表操纵区间（即群聚区域）。

图 3的估计结果表

明，相对聚束程度 b̂为

0.449，且在 1% 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

政府在最低价标准门槛

附近存在显著的价格操

纵现象。最优摩擦 a为

0.293，且在 1% 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操

纵区间内地方政府没有

对地价管制政策作出响

应的土地交易比重为

29.3%。这意味着，由于

中央政府在政策上为地

方政府留出了放松执行

力度的余地，地方政府

出于晋升激励、招商引资需求等因素，可能仍然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制定在最低价标

准以下，且比例超过 1/4。这一研究结论表明，虽然中央政府的地价管制政策起到了

一定成效，但仍然需要更完善的机制设计来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矫正地方政府在

与中央政府地价博弈过程中的投机心理。在图 3中，我们还检验了由于操纵行为导

致制度断层点右侧多出的用地企业数量B是否等于由于操纵行为导致制度断层点左

图3 2007‒2016年工业用地成交单价

相对于制度断层点的“群聚”情况

说明：制度断层点即为最低价标准；标准误的计算采用自举

法，重复抽样的次数为 5000次；***、**、*分别表示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图4和图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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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缺失的用地企业数量M，P值为0.2059，表明本文无法拒绝B=M的假设。

（三）地价管制政策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图 4报告了根据式（5）绘制的企业结果变量的意向处理效应分析结果，为本文的

ITT估计提供了直观的图形证据。图 4a为工业用地成交单价的结果，本文发现在价

格操纵区间的左侧，工业用地成交单价的真实分布位于反事实分布上方，表明地价管

制政策提高了操纵区间的土地出让价格。这意味着，地价管制政策规范了地方政府

供地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低地价、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的动机。图 4b
为产能利用率的结果，本文发现在最低价标准的右侧，即由于《标准》使得企业的用地

成本高于最低价标准的区域，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真实分布明显位于反事实分布上方，

在最低价标准的左侧和右侧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断点，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说 2中地价

管制政策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核心结论。

在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潜在机制方面，图 4c中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估计结果

显示，在操纵区间内，除了在略低于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区间，其余大部分价格区间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的真实分布均位于反事实分布下方，这一现象在高于最低价标准的

价格区间仍然十分明显。在恰好高于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区间内，本文发现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迅速下降，在最低价标准门槛附近存在明显的断点。这意味着，地价

管制政策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的规模扩张行为，有助于引导企业投资回归效率投资

的均衡水平，提高了资本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耦合程度，发挥了治理重复产能建

设、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图 4d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最

低价标准的右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真实分布明显位于反事实分布上方，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地价管制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上述结论表明，地价管

制政策提高了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一方面技术进步拓展了企业生产前沿、提高了

生产效率，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提高企业实际产出；另一方

面产品创新使得企业能够重新分配市场份额，有利于培育新的市场需求潜力，实际

产出增长和市场需求扩张对化解企业过剩产能发挥显著影响。图 4e中杠杆率的估

计结果显示，在操纵区间内，尤其是在最低价标准的右侧，企业杠杆率的真实分布与

反事实分布差异不大。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和杠杆率方面的结论，我们可以初步排除

本文提出的假说 1。图 4f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制度断层点的右

侧，企业融资约束的真实分布与反事实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地价管制政策对

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地价管制政策能够显著降低

企业杠杆率、强化融资约束。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用地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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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但是土地要素是优质的抵押品，用地企业仍然可以利用购买的土地作为抵押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中长期贷款。因此，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不存在显

著影响，抑制企业杠杆率、强化融资约束不是地价管制政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

图4 2007‒2016年企业结果变量的 ITT分析

说明：图中圆圈的大小表示基于价格区间企业频数测算的权重，圆圈越大表示权重越大，在线

补充材料中也汇报了未经过加权的 ITT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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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制路径。此外，在所有的 ITT分析图中，操纵区间外的反事实分布对真实分布

的拟合程度较高。

本文进一步依据式（6）计算地价管制政策对结果变量的意向处理效应，并基于第

一阶段和简约式估计结果构造Wald统计量，计算工业用地成本对结果变量的局部平

均处理效应。表 2的估计结果表明，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土地成交单价的 ITT影响为

0.253。这意味着，地价管制政策有效提高了操纵区间内企业的用地成本：相比于政

策未实施的反事实情形，企业用地成本平均提高 25.3%。从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产

能利用率的影响来看，操纵区间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平均提高 15.2%，且在 1%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2。具体到政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机制

方面，地价管制政策使得操纵区间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平均降低 46.4%，全要素

生产率平均提高 29.4%，二者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

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2 结果变量的 ITT估计结果

变量

lprice

cu

linvest

tfp_op

lev

fc

意向处理效应

（1）
0.253
0.152
‒0.464
0.294
‒0.006
0.144

标准误

（2）
0.042
0.025
0.083
0.050
0.008
0.126

t统计量

（3）
6.073***
5.991***
‒5.593***
5.868***
‒0.747
1.139

自举法5%分位

（4）
0.185
0.109
‒0.595
0.206
‒0.019
‒0.070

自举法95%分位

（5）
0.320
0.191
‒0.319
0.373
0.008
0.344

说明：标准误的计算使用的是自举法，重复抽样的次数为 5000次；***、**、*分别表示 1%、5%和

10%的置信水平。列（4）和列（5）汇报了 5000次自举法 5%和 95%分位的 ITT估计结果，相当于估计

结果90%的置信区间，下表同。

基于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用地成本和其他结果变量的 ITT，根据Wald估计量的

计算公式，可以得到地价管制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全要素生

产率、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表 3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用地成本

提高 1%，则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 0.6%，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平均降低 1.8%，全要素生

产率平均提高 1.2%，上述估计结果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此外，地价管制政策

对企业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均不显著。综合上述结论，本文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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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表明，地价管制政策提高了企业用地成本，并且改善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这一

结论也从侧面揭示了其他机制中企业行为的改变并非由于客观上地价管制政策影响

了企业融资约束，而是因为地价补贴减少导致企业主观上采取更为理性的经营投资

行为，政策效应主要是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冲动、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激励的机制

渠道实现的。

此外，本文也对核心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操纵区间和相应参

数，二是改变产能利用率衡量方式，三是考虑企业利用土地的滞后性，四是将土地交

易合并到企业-年份层面。具体检验结果见本刊网站文章补充材料。

表3 结果变量对工业用地成交价格的LATE估计结果

变量

cu对 lprice

linvest对 lprice

tfp_op对 lprice

lev对 lprice

fc对 lprice

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1）
0.602
‒1.837
1.163
‒0.024
0.569

标准误

（2）
0.144
0.468
0.286
0.034
0.535

t统计量

（3）
4.187***
‒3.925***
4.070***
‒0.718
1.064

自举法5%分位

（4）
0.402
‒2.692
0.766
‒0.080
‒0.282

自举法95%分位

（5）
0.860
‒1.203
1.677
0.032
1.452

（四）“群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基准结果表明，工业用地在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区间存在显著的“群聚”效

应。那么，影响地方政府操纵工业用地价格、削弱地价管制政策效果的关键特征是什

么？本文的理论分析显示，晋升激励和政府干预是扭曲地方政府供地行为的主要原

因。在晋升激励和政府干预程度更强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治晋升和财政增

收的目的，更有动力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倾向于将工业用地价格设置在最低价标准附

近，不利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因此，本文尝试探索地方政

府对地价管制政策的异质性反应，选择从经济增长目标和市场化进程两个维度，利用

分样本回归的方法，考察晋升激励和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价格操

纵行为。

图 5和图 6分别是按照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作为分组依据的

异质性分析结果。其中图 5a和图 5b分别报告了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较高和较低

地区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群聚”分析结果。我们发现，这两类地方政府出让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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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价格在最低价标准区间均存在显著的“群聚”现象，但在相对聚束程度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图 5a中相对聚束程度 b̂为 0.478，而图 5b中则为 0.391，前者高于后者

22.25%（0.087/0.391），且二者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类似地，图 6a（政府干预程

度较高）中相对聚束程度 b̂为 0.424，而图 6b（政府干预程度较低）中则为 0.288，前者高

于后者 47.22%。这意味着，不同特征的地方政府在应对《标准》的冲击存在异质性反

图5 经济增长目标与工业用地价格“群聚”效应

说明：采用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与所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的差额度量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

加码程度（gdp_target）。如果 gdp_target大于中位数，则定义为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较高组，反之

为较低组。

图6 政府干预与工业用地价格“群聚”效应

说明：采用王小鲁等（2018）编制的 2008‒2016年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子指标衡

量政府干预程度（intervention），该指标越大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如果该指标低于中位数，则定

义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组，反之为较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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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于晋升激励和政府干预动机较强的地方政府，超额的经济增长目标加码任务是

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动机，而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为地方政府低价出让

工业用地提供了制度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重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切实推进

市场化改革是缓解工业用地价格负向扭曲的一个有效途径。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微观土地交易数据，基于地价管制

政策的外生冲击，考察了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考虑到地方政

府在邻近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区间可能存在地价操纵行为，本文采用群聚分析方法

识别地价管制政策对工业用地价格的意向处理效应及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局部

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在最低价标准门槛附近存在显著的“群

聚”现象，这种现象在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较高的地区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

区更为显著。相较于《标准》未实施的反事实情形，地价管制政策有效提高了操纵

区间内企业的用地成本，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地方政府供地行为，使得企业用地成本

平均提高 25.3%，相应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15.2%。机制检验发现，地价管制政

策提高了企业用地成本，通过抑制投资扩张、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路径影响企业产

能利用率。Wald估计量识别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显示，企业用地成本提高 1%，则

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 0.6%，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平均降低 1.8%，全要素生产率平均

提高 1.2%。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和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

启示。第一，应积极推动工业用地价格回归市场化水平，缓解企业由于土地要素价格

扭曲引发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下的工业用地价格过

低是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原因，地价管制政策带来的工业用地价格“群聚”效

应在经济增长目标加码程度越高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越明显。因此，中央政

府应当着手改革经济激励体系以规范地方政府供地行为，弱化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

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过度干预，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土地要素资源。

第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监管力度，健全土地行政约束的

机制设计，推进完善土地行政监管的长效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虽然地价管制

政策对于规范工业用地价格和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因为地

方政府的晋升激励、招商引资需求等因素，工业用地价格管制措施的效果有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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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集权的土地行政约束”背景下，中央政府可以将地价管制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建

设用地指标、项目审批等行政约束等相挂钩，以规范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出让的定价

行为。具体地，中央政府可以将地价管制政策遵从度的指标纳入项目审批体系，如果

地方政府存在违规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情况，则酌情减少其下一年度的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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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Land Price and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Liu Ruohong; Xu Yanjun

Abstract: Reducing over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to consider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land price regulation policy, i. e., the Industrial Land

Minimum Price Policy (ILMPP), as a policy shock, and exploits a bunching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land prices on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Benchmark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LMPP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The study reveal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bunching

responses at the notch poin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ILMPP influences capacity utilization by

suppressing the over-expansion of investment and enhanc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but not through

corporate leverage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 chann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LMPP

bunching responses are more pronounced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with high GDP growth targets and

more interventionism. The findings shed new light on resolving overcapacity and advancing the land

factor marketisation reform.

Key words: industrial land prices, Industrial Land Minimum Price Policy (ILMPP), capacity

utilization, bun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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